摘要
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资源配置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为我国税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增值税不仅承担着财政收入筹集功能，还通过影响企业投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增值税改革的持续推进，增值税实际税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文以2012—2024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人均GDP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增值税占GDP比重衡量增值税实际税负水平，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增值税实际税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
研究过程中，本文选取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水平、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在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重共线性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以及替换控制变量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依据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划分标准，进一步开展区域异质性分析。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持续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实施差异化区域税收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加快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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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实际税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bookmark: _Toc231663735]一、引言
税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影响资源配置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长期占据税收收入的较大比重，在调节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促进产业升级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并先后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营改增改革以及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持续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从理论上看，增值税实际税负变化会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等途径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较高的增值税实际税负可能挤压企业利润空间，降低企业投资意愿，进而抑制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适度降低增值税负担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资金周转效率，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从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区域发展差异问题日益突出，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增值税改革、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留抵退税政策展开分析，普遍认为增值税减税具有促进企业投资、提升创新能力和扩大就业规模的积极效应。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和财政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增值税政策效应可能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探究增值税实际税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其地区差异，对于优化税制设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增值税实际税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税收与区域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成果，也能够为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和完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经验依据。

[bookmark: _Toc231663736]二、文献综述
[bookmark: _Toc231663737]2.1增值税经济效应的研究
国外关于增值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税收中性与经济增长效应。Feldstein（1995）认为，税收负担变化会影响资本形成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Ebrill等（2001）指出，增值税作为现代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税收效率和较低的经济扭曲效应。
国内学者重点关注增值税改革的宏观经济影响。程瑶和陆新葵（2006）从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和区域结构角度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影响，认为增值税改革会显著改变资源配置格局，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2009年增值税全面转型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减税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普遍认为，增值税改革能够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提高资本投资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
增值税税负与企业行为的研究
企业是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传导主体，因此大量研究从微观层面考察增值税税负变化的影响。
吴怡俐、吕长江和倪晨凯（2021）利用留抵退税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发现，增值税税收中性改革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价值。
刘贯春等（2023）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就业规模，其主要机制在于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
肖春明等（2024）进一步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ESG表现提升，进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此外，部分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还能够改善供应链稳定性、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以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从多个维度增强企业发展能力。
[bookmark: _Toc231663738]2.2关于税收负担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普遍认为税收政策是影响资本流动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会通过税收政策影响资源配置，从而形成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现有研究表明，较低的税收负担有利于吸引资本流入和企业集聚，提高地区投资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财政能力差异，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减税政策更容易转化为企业投资和技术创新；而中西部地区则更多表现为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就业增长。
然而，目前关于税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所得税、财政分权和税收竞争等领域，对于增值税实际税负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增值税实际税负、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证据。
[bookmark: _Toc231663739]2.3文献总结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经从企业投资、技术创新、就业增长和产业升级等方面验证了增值税减税政策的积极效应，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多数研究聚焦于企业微观层面，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关注不足；第二，已有研究更多考察增值税改革或留抵退税政策效应，而直接针对增值税实际税负的研究较少；第三，对于不同地区增值税税负影响的异质性分析尚不充分。
因此，本文将从区域经济发展视角出发，以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增值税实际税负水平，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深化增值税改革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bookmark: _Toc231663740]三、研究设计
[bookmark: _Toc231663741]3.1研究假设
增值税作为我国主体税种之一，其税负水平会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成本和资源配置效率。从理论上看，较高的增值税水平会增加企业税收负担，降低企业利润留存，抑制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术创新的能力，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同时，增值税具有税收中性特征，其税负变化能够通过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张等渠道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增值税收入是重要财政来源。当增值税收入增加时，地方政府能够获得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如果税负水平过高，则可能削弱市场主体活力，产生负向影响。
因此，增值税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关系。因此提出研究假设1：增值税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基础在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良好，企业众多，经济发展环境优秀；中部地区经济基础一般，但人口众多，有着充足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且由于近年来国家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环境有了比较大的提升。西部地区经济基础欠佳，整体发展滞后，经济需要依靠国家扶持。
因此，增值税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可能会因为地区异质性有着不同的体现。因此提出研究假设2：增值税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

[bookmark: _Toc231663742]3.2模型构建
借鉴税收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PGDPit​=α+βVATit​+γCit​+μi​+λt​+εit​
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PGDP表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VAT表示增值税水平；C表示控制变量；μ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bookmark: _Toc231663743]3.3变量选择
参考既有文献，被解释变量将人均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与地区整体GDP相比，人均GDP能够更好的反应区域整体发展情况，因为数值较大，所以对这一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将增值税水平作为解释变量，采取目前主流衡量税收实际税负的方法，将增值税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同时为了保持结论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加入了固定资产投资额、财政支出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
                    表1
	变量名称
	字符名称
	衡量指标

	区域经济发展
	y
	人均GDP取对数

	增值税水平
	x
	增值税占GDP比重

	固定资产投资额
	asset
	固定资产投资数值的对数

	财政支出水平
	gov
	一般预算支出占GDP比重

	城镇化水平
	city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产业结构
	Ind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bookmark: _Toc231663744]3.4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采取2012年-2024年省级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样本量共403个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2017年之后存在缺失，使用了线性插补法进行填充，可能会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误。
[bookmark: _Toc231663745]3.4.1描述性统计
                       表2
	Variable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y
	403
	11.00
	0.454
	9.889
	12.34

	x
	403
	0.0238
	0.0121
	0.0063
	0.0803

	asset
	403
	9.536
	0.858
	6.508
	10.92

	gov
	403
	0.279
	0.202
	0.105
	1.379

	city
	403
	0.574
	0.171
	0.102
	0.896

	Ind
	403
	49.77
	9.381
	30.94
	85.30



如表二所示，人均GDP取对数后平均值为11，最大值为12.34最小值为9.889。增值税实际税负的平均值为0.0238，最大值为0.0803，最小值为0.0063。固定资产投资额取对数后平均值为9.536，最大值为10.92，最小值为6.50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平均值为0.279，最大值为1.379，最小值为0.105。城镇化水平平均值为0.574，最大值为0.896，最小值为0.102。产业结构平均值为49.77，最大值为85.30，最小值为30.94。
[bookmark: _Toc231663746]3.4.2相关性分析
如表三所示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同时进行了基础回归，进行豪斯曼检验P值小于0.05，拒绝原假设，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整体VIF平均值为2.17.给变量VIF值均小于5，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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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1663747]四、实证分析
[bookmark: _Toc231663748]4.1基础回归模型
表5
	变量名称
	基准回归
	加入控制变量

	y
	y
	y

	x
	10.73***
	4.127***
(1.094)

	Asset
	
	0.244***
(0.038)

	Gov
	
	-3.052***
(0.233)

	City
	
	0.054
(0.058)

	Ind
	
	0.027***
(0.002)

	Id
	No
	Yes

	Year
	No
	Yes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如表5所示，先对y和x进行基准面板回归，x对y的影响正向显著，证明增值税的实际水平能够有效提高人均GDP。说明增值税实作为间接税，有效的促进了企业增强管理能力，增加了企业面对风险的能力，企业经营效果好，促进了人均收入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区经济的发展。
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加入了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水平、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同时固定了个体和时间，减少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差异对整体回归结果的影响。可以看出增值税实际税负对人均GDP依旧有着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也对人均GDP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实际表示经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一般政府预算支出对人均GDP有着显著负面影响。这是由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越大。说明当地经济发展欠佳，区域经济发展较落后。城市化水平对人均GDP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城镇化人口年龄层次受教育水平存在一定个体性差异。导致城镇化水平变量对人均GDP影响不显著。产业结构水平对人均GD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越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GDP越高，整体区域经济发展更良好。

[bookmark: _Toc231663749]4.2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_Toc231663750]4.2.1内生性检验
使用DWH内生性检验方法，得出结果中Durbin （score） chi2（1）的p值为0.8356和Wu-Hausman F（1，214）的p值为0.7652。二者皆大于0.05，证明样本数据无内生性。表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bookmark: _Toc231663751]4.2.2删除不显著的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
                        表6
	变量名称
	Y

	x
	4.237***
(1.086)

	Asset
	0.249***
(0.038)

	Gov
	-3.062***
(0.232)

	Ind
	0.027***
(0.002)

	Cons
	8.034***
(0.354)

	N
	403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如表6所示，在删除整体回归中不显著的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后，x对y的影响依旧显著。系数为4.237，证明增值税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依旧显著。表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bookmark: _Toc231663752]4.2.3删除控制变量产业结构水平
表7
	变量名称
	y

	x
	11.542***
(1.208)

	Asset
	0.433***
(0.045)

	Gov
	-2.971***
(0.292)

	City
	-0.036
(0.073)

	Cons
	7.444***
(0.440)

	N
	403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在删除控制变量产业结构水平后，x对y的影响依旧显著，为11.542。说明在去除产业结构水平后，增值税水平对人均GDP的影响依旧显著，表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bookmark: _Toc231663753]4.3异质性分析
在研究区域经济时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李建军·2020），其中东部省份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这十一个省份或地区。中部包括重庆、安徽、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吉林、山西。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云南、西藏。为了验证假设二，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

[bookmark: _Toc231663754]4.3.1东部地区异质性分析
表8
	变量名称
		y

	x
	7.429***
(4.27)

	Asset
	-0.0461
(-1.37)

	Gov
	-4.945***
(-10.60)

	City
	0.0367
(0.43)

	Ind
	0.0246***
(10.31)

	Cons
	11.12***
(24.78)

	N
	143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如表8可知，在东部地区x对y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增值税实际税负水平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进行良好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人均GDP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不显著，是由于基础设施基础较好，不能再有较大的基础设施发展。而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有显著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预算支出占经济规模越多，越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市场化规模高，政府的介入不光要花费资金，同时也会影响市场化竞争与发展。城市化规模对人均GDP的影响依旧不显著，说明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不能通过城市化发展持续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方面对人均GDP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转型更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bookmark: _Toc231663755]4.3.2中部地区异质性分析
表9
	变量名称
		y

	x
	5.426*
(2.22)

	Asset
	0.00286
(0.07)

	Gov
	-2.909***
(-6.78)

	City
	0.381**
(2.64)

	Ind
	0.0299***
(9.34)

	Cons
	9.776***
(20.90)

	N
	117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如表9为中部地区回归结果，增值税实际水平对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正，但没有东部地区更为显著，这是由于东部地区有一定经济基础，但发展水平没有东部地区高，更多依赖产业投资和建设发展，因此虽然依旧正向显著，但不如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影响不显著，是由于国家大力发展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更多依靠国家财政支持，区域经济虽然收益于此，但由于本文衡量指标为人均GDP，因此可能对人均GDP影响较小。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影响依旧显著为负这说明，在中部地区市场化也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政府预算比重越高，一方面说明经济整体发展较差，一方面是市场化发展水平较低，会阻碍区域经济发展。而在中部地区城市化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依旧在推进，城市化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空间，能够有效促进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在中部地区，产业转型也已经是发展的主流，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能够带来更强的发展动力。

[bookmark: _Toc231663756]4.3.3西部地区异质性分析
表10
	变量名称
		y

	x
	8.832**
(2.90)

	Asset
	0.128*
(2.55)

	Gov
	0.166
(0.84)

	City
	1.468***
(6.02)

	Ind
	0.00797
(1.60)

	Cons
	8.212***
(14.51)

	N
	143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如表10所示，西部地区增值税实际水平也显著为正，且比中部地区更强，是因为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国家政策支出，例如增值税及其他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因此增值税实际水平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发展影响显著为正，与东中地区不同，这是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待提高，整体经济基础稍弱，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西部地区政府预算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是由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经济基础薄弱，政府支出预算不能影响市场化水平，不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规模显著为正，这说明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相比于东中地区，能够更大程度的促进区域经发展，因此西部地区城市化相比与中、东地区更为显著。产业结构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这说明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没有相比于中、东地区的产业基础，经济增长更多依赖第一、二产业发展，因此产业结构转型在西部地区稍显颓势。

[bookmark: _Toc231663757]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bookmark: _Toc231663758]5.1研究结论
第一，增值税实际税负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在基准回归和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增值税实际税负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增值税水平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人均GDP增长。说明增值税作为我国主体税种，在保障财政收入的同时，也能够通过促进市场规范化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强企业经营能力等渠道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
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控制变量结果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本积累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第三产业占比越高，人均GDP水平越高，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有效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第三，财政支出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研究发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越高，人均GDP水平反而越低。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出本身阻碍经济发展，而是说明财政支出占比较高的地区往往经济基础较弱、市场化水平较低，对财政资金依赖程度较大，因此呈现出负向统计关系。
第四，城镇化水平对全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从全国样本来看，城镇化水平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然而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这表明东部地区城镇化已进入成熟阶段，边际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人口集聚和要素流动能够持续释放经济增长红利。
第五，增值税实际税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东、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均表明增值税实际税负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东部地区促进作用最为稳定，体现出成熟市场环境下税收政策能够更有效地转化为企业投资和创新动力；中部地区促进效应相对较弱，但仍保持显著；西部地区促进作用较强，说明税收优惠政策和国家扶持政策能够有效激发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研究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2，即增值税实际税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
综上所述，合理的增值税税负水平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不同，其政策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推进增值税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特征，实施更加精准化和差异化的税收政策。
[bookmark: _Toc231663759]5.2政策建议
[bookmark: _Toc231663760]5.2.1持续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优化税收结构
增值税是我国税收体系的重要支柱，应进一步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未来应继续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重复征税现象，提高税制中性程度。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适时优化税率结构，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主体活力。对于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进一步扩大留抵退税范围，引导更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领域。
[bookmark: _Toc231663761]5.2.2实施差异化区域税收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由于增值税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税收政策。对于东部地区，应更加注重发挥增值税政策对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引导作用，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对于中部地区，应结合产业转移和城市群建设战略，通过税收优惠吸引产业集聚，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对于西部地区，应继续加大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力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吸引资本和人才流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bookmark: _Toc231663762]5.2.3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实证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过高可能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应更加注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一般性行政支出，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教育、医疗、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提高财政资金的经济产出效率。同时，应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运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
[bookmark: _Toc231663763]5.2.4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中西部发展潜力
研究发现城镇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应继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加强交通、信息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强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同时，通过完善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劳动力流动效率，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红利。
[bookmark: _Toc231663764]5.3研究展望
本文从省级层面考察了增值税实际税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利用地级市或企业层面数据，深入分析增值税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同时引入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企业投资等中介变量，探究增值税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传导路径。此外，还可结合增值税留抵退税、营改增等重大税制改革政策开展准自然实验研究，以获得更加稳健和精准的政策评估结论。这样不仅能够丰富税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也能够为我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更加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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